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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为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提供了科学框架。在当时，有力地批判了唯心主义思潮，为无产阶级运动提供了坚实理论根基，指引

着工人阶级认识自身使命并走向自觉斗争。它成书于工业革命及社会剧烈变革、德国哲学思想多元碰撞

的背景下，本文通过文本解读，分析阐述了《形态》中所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及核心观点，

包括“现实的人”的观点，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及规律、社会分工与异化现象，社会分工与交往形式等

核心理论，揭示其在哲学革命、无产阶级运动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构中的奠基意义。进一步地，本文

探讨该著作对当代人的现代化、全球交往新图景、数字技术对社会结构的重塑等议题的理论启示，彰显

历史唯物主义的持续解释力与实践指导价值，为推动社会进步与人类解放提供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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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rman Ideology” stands as a seminal work in Marxist philosophy, providing a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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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laws gov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Composed ami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rofou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and the clash of diverse philosophical cur-
rents in Germany, it delivered a powerful critique of idealism, laid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proletarian movement, and guided the working class toward a conscious recognition of its histor-
ical mission.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core tenet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articulated in “The German Ideology”, including the concept 
of “real individuals,” the dynamic interplay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alienation, and the law-governed yet purposive natur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t argues for the text’s foundational role in instigating a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guiding the proletarian movement, and 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edific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Furthermore, the paper explores the enduring relevance of this work for contemporary issues such 
as human modernization, the evolving landscape of global interaction, and the reshaping of social 
structures by digital technologies, thereby demonstrating the persistent explanatory power and 
practical guidance offered b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advancing social progress and human eman-
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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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意志意识形态》诞生的时代背景与思想缘起 

(一) 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巨变 
一是资本主义的扩张与内在矛盾的暴露。19 世纪 40 年代，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迅猛推进，英国已基

本完成工业革命，法国、德国等国的工业资本主义也快速发展。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地解放

了生产力，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工厂制度普遍建立，商品经济打破了封建割据的壁垒，推动了统一

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开始

集中爆发。1825 年英国首次爆发经济危机后，周期性危机逐渐蔓延至欧洲大陆，导致大量工人失业、贫

富差距急剧扩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日益尖锐。德国虽处于封建割据状态(1848 年前尚未统一)，
但资本主义已在各邦国萌芽，封建残余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冲突、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无产阶级的觉醒，

共同构成了德国特殊的经济矛盾格局，为理论反思提供了现实土壤。二是欧洲封建势力的复辟与曲折的

资产阶级革命。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进入“神圣同盟”主导的封建复辟时期，各国封建君主

联合镇压资产阶级革命与人民运动，试图恢复封建专制秩序。但资产阶级仍然主张追求政治权利、建立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1830 年法国“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建立七月王朝；1832 年英国通过议会改革，

扩大了资产阶级选举权。而德国的政治状况更为落后，普鲁士、奥地利等邦国的封建贵族掌握实权，资

产阶级因依赖封建势力而缺乏革命勇气，导致德国社会的政治变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这种“政治滞

后性”使得德国思想界必须通过理论批判来回应现实的政治困境，为社会变革寻找方向。三是无产阶级

的觉醒与工人运动的兴起。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逐渐从分散的个体转变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工人运动进入新阶段，三大工人运动爆发使无产阶级已从“自在的阶级”转变

为“自为的阶级”，开始有意识地参与社会革命。但工人运动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部分运动因思想混

乱、目标模糊而失败，这一现实需求促使马克思、恩格斯深入研究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构建科学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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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系，为工人运动提供思想武器。《形态》正是在这一实践背景下，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为无产

阶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 德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和发展 
一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德国哲学界主要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黑格

尔哲学曾在德国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其辩证法思想虽有深刻之处，但他将绝对精神视为世界本原，具

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青年黑格尔派在继承黑格尔哲学时，进一步将这种抽象思辨推向极端，专注于

对宗教与自我意识的批判，忽视了现实社会问题。黑格尔把历史看作是绝对理念的辩证发展过程，提出

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观点。这一历史哲学观念影响了德国哲学界对历史的研究和思考方式，

许多哲学家开始从哲学的角度探讨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趋势，为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

黑格尔对人类历史发展整体性的认识和规律性的把握影响了马克思，不同于黑格尔从观念和意识出发，

以先验的方式认识和构建历史，马克思从具体的人和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得出了与黑格尔截然不同的结

论。但在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知上，马克思与黑格尔一脉相承，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时引入现实

的实践活动，深入考察历史发展规律。二是费尔巴哈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

的唯心主义宗教观，提出“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上帝是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他强调人是

感性的、现实的存在，而不是抽象的精神实体。这一批判在德国哲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促使许多哲学

家重新审视宗教的本质和起源，对宗教批判的人本主义转向产生了重要影响。费尔巴哈坚持唯物主义的

自然观，认为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他的这一观点对德国哲学界的唯物主义思

潮起到了推动作用，使一些哲学家开始关注自然界的客观性和物质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

础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同时，费尔巴哈强调人是感性的、有血有肉的存在，人的本质在于人的自然属

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他的人的类本质的思想后来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认识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2.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核心理论 

(一) 出发点：从“现实的个人”到物质生产 
1) “现实的个人”概念的提出与内涵 
在西方哲学史上，人本思想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从古希腊时期对人的理性和德性的关注，到文艺复

兴时期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人文主义兴起，再到启蒙运动对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深入探讨。尤其

是黑格尔时期对人的抽象理解及费尔巴哈的人本思想，都对马克思产生深远影响，然而，这些思想在一

定程度上仍存在局限性，往往是在抽象层面讨论人。马克思则将人置于现实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置于实

践中去理解，他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成果，旗帜鲜明地确立了历史的全新出发点：“我们开始要谈

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

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

物质生活条件。”([1], p. 516)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探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及进程。 
“现实的个人”这一概念，是与一切唯心史观和旧唯物主义人本学划清界限的基石。首先，它反对

唯心主义抽象。不同于黑格尔将历史视为“绝对精神”的展开，也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纠缠于“自我意

识”、“类”、“唯一者”等抽象范畴，《形态》指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

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其次，它超越了费尔巴哈

的感性直观。费尔巴哈虽然抓住了“感性的人”，但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

动’……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1], p. 530)换
言之，费尔巴哈看到的是静止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非在历史中实践着的、创造着自身生活条

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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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则强调实践的作用，认为实践是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的本质活动，同时对认识

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作用。“现实的个人”是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个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

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

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 p. 531)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正是从

这一最简单、最基础的事实出发，整个宏大的历史理论大厦得以建立。这意味着马克思从实践来理解人

的本质，认为“现实的个人”并非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体，而是处于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和物质生产关系

中的人。这些个人的首要活动是物质生产，通过劳动来满足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需求，而他们的活动又受

到当时生产力水平、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以及社会交往关系等因素的制约。例如，在封建生产关系下，

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其生产活动主要是为了向地主缴纳地租，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受到封建

等级制度的深刻影响。 
2) “现实的个人”对唯物史观的奠基作用 
首先，“现实的个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基石，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前提

和基础。马克思将唯物史观建立在对现实的人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使唯物史观具有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个人不是想象中的人，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这一观点

揭示了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为唯物史观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的辩证关系原理奠定了基础。其次，“现实的个人”促进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现实的个人在生产活

动中必然会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如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等。这些社会关系是由现实的个人的活动所产

生的，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着个人的活动。这就揭示了社会关系的本质及其与现实个人的辩证关系，为唯

物史观对社会形态的演变和社会结构的分析提供了依据。另外，更加关注个体的实际生活，使唯物史观

的研究聚焦于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包括人的生产、生活、交往等实际活动，为深入研究社会历史提供了

具体的切入点。 
现实个人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他们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还孕育了社会关系。

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

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 p. 524)而且，现实个人的

发展程度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水平。当个体能够充分发挥其创造力，在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中发

展时，社会也将充满活力与创新力。反之，若个体受到压抑与剥削，社会发展也将受阻。例如，在资本主

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异化劳动限制了其自身发展，也为社会矛盾的激化埋下伏笔，而无产阶级革命则

是工人阶级摆脱异化、实现自我解放与社会变革的必然途径。 
(二) 动力机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辩证规律 
从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进入了对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分析，提出了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形态》中常表述为“交往形式”)辩证关系的经典原理。 
1) 历史发展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它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基本要素构成。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强调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劳动者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

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尤其是生产工具的特征，是划分不同历史时代的客

观标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 p. 602)从
原始社会的石器工具到现代社会的高科技智能化设备，生产工具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

力的发展。劳动对象的范围随着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而不断扩大，从最初的自然资源如

矿石、动植物等，到如今的各种人工合成材料。这三个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生产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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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整体。马克思在《形态》中也提到：“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

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1], p. 524)这进一步说

明了生产力要素间的紧密联系与生产力的多元内涵。 
“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

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

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

产阶级显露出来了)。”([1], p. 568)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生产关系)构成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这些不同的

条件，起初本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

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

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

交往形式所代替。”([1], p. 575)这一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此。当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时，它促进其发展；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例如，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自由竞争、资本积累等机制，激发了资本家的投

资热情和创新精神，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使得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然而，随着生产

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内在矛盾逐渐暴露出来。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

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如

1929~1933 年的全球性经济大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典型例证，这深刻地揭示

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 
2) 历史发展过程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不是机械决定论，也不是历史宿命论，而是以历史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为

基础的能动的辩证决定论，他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同时强调现实的人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认为，

社会历史发展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运动中推进的，同时，历史是人

民群众创造的，历史不会在矛盾运动中自发前进，而是人民群众利用矛盾运动，发挥主体选择性，推进

历史运动及革命。“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

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

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

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 p. 545) 
社会历史发展是具有规律性的，一般随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其中，生产力具有

决定意义。“只要把全部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就有可靠的根据

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就可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即规律性”。

([2], p. 8)依据马克思在《形态》中的观点，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生存的首要前提，而自然环境构成了物质

生产的基础要素。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如气候、土壤、资源分布等，决定了人类早期不同的生产方式，

如在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之地易于发展农业，而在自然资源丰富且交通便利之处可能兴起手工业与商业。

这是生产力发展受自然环境制约的体现，遵循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初始设定，即生产力

的发展起点受环境左右，进而推动生产关系在特定环境框架内逐步形成与演变，彰显历史发展规律的客

观性。同时，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

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 p. 470)这
里的既定条件很大程度包含了自然与社会环境要素，也就是说，人们在限定的前提和条件，包括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等内容都是限定的，没有选择的，是在前人既定的情况下继承发展起来的，比如生产力的水

平，生产工具的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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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历史规律具有客观性，但并不否定人们活动的能动性和主体选择性，人们往往在尊重社会发展

规律的同时，发挥着对某种社会形态的主动历史选择，“人们对于社会形态的历史选择最终取决于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根本意愿以及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和顺应程度。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

是社会形态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形态的历史选择，正是在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

上，通过参与社会变革实现的。”([4], p. 148)尽管环境具有强大的塑造力，但人并非全然被动。“人民群

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

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

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人一个人的

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

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

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

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含在这个合力里面的。”([5], 
p. 592)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不同的主体按照自身的需要、价值要求和利益驱使去改造历史客体的，他

们的目的、动机互相融入“合力”中，这个“合力”的方向虽然可能和每个主体预想的不同，甚至表现

为异己的力量，但是这个合力的结果反映的事社会历史的必然方向和趋势。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自然界中是各种因素盲目地、自发地发生作用的；而社会历

史领域，人的任何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有自觉意识的。自然规律和社会历史规律的本质区别在于：自然

规律中没有人的主体因素，没有人的目的作为规律发生作用；而社会历史规律中有人的主体因素，有人

的目的作为规律发生作用。”([6], p. 140)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现实的人既是“剧中人”，又是“剧作

者”，表现为，每一代人，都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活动，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前人创造条件的制

约，同时，每一个人又按照一定的目的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因此，社会历史发展体现了合规律性和合

目的性的统一。 
(三) 社会结构：分工、交往与社会形态的演进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通过一系列中介环节，具体地展现为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历史形态的

更替。其中，分工和交往是两个关键的分析节点。 
1) 社会分工的发展及影响 
分工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分工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可以

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 以地理自然和生理自然为基础的自然分工；(2) 从原始社会后期开始出现，在奴

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确立起来并不断发展的自发分工，即旧式分工；(3) 社会主义社会的半

自觉分工；(4) 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自觉分工。”([6], p. 214)自发分工属于分工发展进程中的特定阶段。

其中，以生理自然为根基的分工，乃是依据性别、年龄、体质等纯粹生理差异所构建的分工形式，常见

于原始共同体内部。例如男性多在外从事打猎、捕鱼等活动，女性则主要在内部承担采集植物、烹制食

物、缝制衣物以及照料孩童等事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基于地理自然的分工，

是因不同共同体所处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异而产生的地域分工，此为共同体外部的分工类型，其促使了产

品的相互交换，并非导致生产领域出现差别，而是使不同生产领域相互关联，使其成为社会总体生产中

彼此依存的部分。在自然分工的前提下，伴随社会生产力的持续演进，依次催生了三次意义重大的社会

大分工：先是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原始人群由此分化为游牧部落与农业部落；接着是手工业与农牧业

的脱离，专业工匠群体得以形成；最后是商业与生产领域的分立，商人阶层随之出现。这些均属于生产

领域范畴内的分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般分工。在此基础上又产生特殊分工，从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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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发展，造成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分离，形成了社会基本分工。以上各

种分工造成了城乡的分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说：“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

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7], p. 408) 
马克思在《形态》中对社会分工进行了深入剖析。分工是联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要环节。真正

意义上的分工是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离时开始的。其一，分工与生产力有密切联系。分工由生产力

的发展水平所决定，同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能通过分工体现出来。一个民族的分工发展程度最能清楚

地展示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只要是新出现的生产力(并非是对已有生产力的单纯量的扩充)，都会推动分

工进一步发展。其二，分工和生产关系相关，尤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有联系。分工的发展会改变人们对

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关系，也会改变人与人之间在物质交往上的关系。“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

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

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1], p. 521)。 
另一方面，分工也导致了人的片面发展。薛俊强指出，“正是由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还存在

不可调和的矛盾，分工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自然形成的而非发乎人的社会历史性的选择，所以由

分工带来的一系列生命活动就成为压迫人的异己力量，分工使劳动者只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活动，从

事各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无效劳动。‘现实的个人’尽管是以人的样貌呈现出来的，但实质上是丧失灵魂

与激情的‘经济人’”。[8]分工造成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每个人的需要都要由他人的产品来满足。

“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

这样的人。”([1], p. 521)由于人的活动范围受到分工和私有制的束缚，人们无法理解和驾驭这种社会关

系，它作为异己的力量统治着人。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长期被局限在特定的生产环节，重复单

一的劳动动作，其能力和个性受到压抑，逐渐成为机器的附属品。如马克思所说：“由于劳动被分割，

人也被分割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1], p. 533) 
2) 社会交往理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首次系统构建了社会交往理论，将“交往”视为理解人类社会存

在与发展的核心范畴，指出了交往的本质、结构及其发展规律。 
马克思明确界定了交往的本质属性——它并非抽象的精神互动，而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

的一定的个人”所必然发生的社会关系总和。“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

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1], p. 520)这里的“交

往”概念具有广泛性，既涵盖单个人、社会团体及国家间的物质往来，也包括精神层面的思想交流。田

雨晴指出，“交往作为一个实践范畴，它是主体人的一种客观活动、行动、行为；作为一个关系范畴，它

是主体间交往活动的一个结果，涵盖了一切社会关系”。[9]马克思在原著中划分了多层次的交往形态，

形成了系统的理论结构。从内容维度，分为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前者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

包括生产资料交换、劳动协作等；后者则涵盖思想、观念、道德等意识形态的传播，《形态》中指出，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

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

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 p. 524)。从范围维度，分为个人交往

与普遍交往、民族地域交往与世界交往，个人交往作为社会关系的微观基础，体现个体在家庭、社群中

的日常互动；普遍交往则指向超越局部范围的社会联系网络，展现出社会关系的宏观结构特征。民族地

域交往与世界交往的划分，深刻反映了人类交往空间的历史性扩展从封闭的部落共同体，到区域性贸易

网络，再到工业革命后形成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展现了交往从局部到整体的扩展逻辑。但在所有的“交

往”概念中，核心是“物质交往”——尤其是生产过程中的协作关系，这是“任何其他交往的基础”。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2065


潘奕霞 
 

 

DOI: 10.12677/acpp.2026.152065 176 哲学进展 
 

这种界定打破了唯心史观对“交往”的精神化解读，确立了“生产–交往”的辩证关系：生产为交往提

供物质前提与内容，交往则为生产提供组织形式与扩展条件。陈映霞指出，“生产在交往中进行，受交

往的限制；交往的形式又由生产所决定，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10]正
如原著所指出的，个人的存在“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而这些物质条件的传承与发展，正

是通过代际间的交往实现的。而“交往形式”(或“交往方式”)作为理论核心，与“生产关系”构成本质

性的同义表达，共同指向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物质联系。这种物质联系并非个体意志的随意建构，

而是受制于特定历史条件的客观存在。马克思强调，交往形式的历史嬗变作为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持

续推动社会结构的解构与重构，其演进轨迹深刻反映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其次，交往与分工也具有共生性。交往和分工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分工是交往的前提，推动交

往形式的延展及深入，马克思指出，“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

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1], p. 521)，
而分工本身就是交往的具体体现——分工使个人的劳动专业化，必然要求通过交往实现劳动成果的交换

与互补，这意味着，分工的深化推动交往形式的变革。另一方面交往的扩大为分工提供更广阔的物质基

础、技术支持和劳动力资源。交往形式的演变不断影响分工的范围，如地域分工向国际分工的扩展。 
另外，马克思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视角，深刻揭示了交往发展的双重规律：一方面，交往具有历史传

承性。在《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

人对自然以及每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

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

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 p. 545)这种历史传承性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将

不同时代紧密相连。从物质层面看，前代积累的生产工具、技术知识等生产力成果，为后代的生产实践

提供了基础；从社会关系层面，特定的交往形式(如宗法制度、经济契约等)塑造了代际间的互动模式。例

如，古代农业社会形成的土地分封制与宗族血缘关系，不仅决定了当时的社会结构，还通过制度延续和

文化传承，影响着后续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秩序，使社会发展呈现出鲜明的连续性特征，有效避免了历

史发展出现断裂式的跳跃。同时，交往具有扩张性，这种内在动力推动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马克思敏锐观察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地域交往必然突破地理与社会边界。以 15~16 世纪的大航

海时代为例，造船技术与航海知识的进步打破了各大陆之间的地理阻隔，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开辟新航

路，使原本孤立的区域市场开始联结，形成了早期的世界性贸易网络。这种世界性联系的建立并非单向

过程，“世界交往”的形成会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全球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带动了工业技术革

新，殖民扩张带来的资本积累加速了生产方式变革，不同文明间的思想碰撞激发了科学与艺术的进步。

这些变化最终指向马克思理论中的核心目标——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物质基础与社会条件。当世界

交往发展到高级阶段，人类将摆脱地域与社会关系的狭隘束缚，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实现自身价值。 
3) 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形态理论 
在 1845 至 1846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形态》里，他们利用唯物史观思想，按照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的变动状况，首次对社会历史的演进历程予以剖析。他们提出，“部落所有制”

作为人类历史首个社会形态，其特征为社会分工极为落后，存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以原始家庭为根基

且有所扩展的社会架构。“古代公社和国家所有制”是第二种形态，此时生产力有了一定进展，分工逐

步拓展，动产私有制和国家开始出现。第三种社会形态即“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此社会的主要阶

级并非奴隶与奴隶主，而是农民与地主或者农奴与农奴主。第四种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其源于商业与工

业的进一步分化，社会分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不断加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无产

阶级生活的极度贫困和痛苦。而第五种社会形态则是共产主义所有制，马克思满怀革命热忱且秉持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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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态度对共产主义的作了预见，清晰阐释了人类社会从低级迈向高级、从野蛮时期过渡到文明时期

的演进路径。 

3.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意义及时代价值 

《形态》是马克思第一次系统正面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通过撰写，马克思与旧哲学彻底决裂，

清算了自己以往的哲学信仰，《形态》中所形成的彻底的唯物史观思想，包括“现实的个人”，社会矛

盾运动理论，社会交往理论，共同体建设理论等对历史和现实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 历史意义的多维度审视 
1) 哲学思想的根本性革命 
《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变革，它彻底摒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传统及费尔巴

哈半截子唯物主义，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真正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完整意义

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是确立了“实践”的首要地位。《形态》明确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

质上是实践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哲学不再是书斋里的思辨游戏，而是根植于

物质生产实践、并旨在改造现实世界的理论武器。这实现了哲学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范式

转换。二是发现了历史的真正发源地。马恩将历史的出发点确定为“现实中的个人”，即从事物质生产

活动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历史不再是抽象观念或“自我意识”的历史，而是物质生产的发展

史和交往形式的更替史。这一发现，驱散了笼罩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迷雾，为社会科学提供了真正科

学的出发点，这一理论将哲学从抽象的思辨拉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

全新的视角与方法。不再将历史发展归结为精神或观念的运动，而是基于物质生产实践与社会关系的演

变来理解人类历史进程，使哲学真正成为指导社会实践的有力武器。 
2) 无产阶级运动的科学指南 
为无产阶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行动纲领。《形态》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阐述了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一理论使他们明白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必然走

向。无产阶级作为与大机器生产紧密相连的阶级，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他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去打破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通过革命来推动社会向更高级形态发展。同时，揭示无产阶级的历史

使命，激发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下，能够清晰认识自身的历史

地位与使命，从自发的反抗走向自觉的革命斗争。书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无

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最底层，他们除了自身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受到资产阶级最残酷的剥削，

而无产阶级的这种地位也决定了他们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性。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

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 
3)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思想)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剥

削性进行了深刻批判，提出了未来社会的美好设想，但因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始终未能找到实现社会

变革的正确路径。《形态》通过系统阐述唯物史观，为科学社会主义搭建了坚实的理论框架，彻底摆脱了

空想社会主义的局限。首先，明确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空想社会主义将社会进步寄托于“天才人物”的

偶然出现或资本家的道德觉醒，而《形态》指出，社会变革的根源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时，社会革命便成为历史必然。其次，确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地

位。空想社会主义忽视工人阶级的力量，而著作强调无产阶级是实现社会变革的“现实力量”，只有依

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最后，指明社会变革的实践路径。空想社会主义停留

在“空想方案”的设计，而著作提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逐步消灭阶级和剥削，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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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共产主义。这些理论创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奠定了核心基础。 
(二) 当代价值的深度挖掘 
《形态》对工业革命时代社会关系的深刻剖析，其理论生命力在数字时代获得了新的印证。数字技

术所引发的变革，其核心不仅在于生产力的飞跃，更在于它深刻重构了人类协作、互动与联结的基本形

式——即马克思所聚焦的“社会交往”关系。这种由平台、算法和数据流所中介的新型交往形态，正构

成我们理解当代“人的现代化”困境、全球联结的复杂图景以及数字经济内在矛盾的关键理论切入点。 
1) 为推进“人的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引 
在当代社会，“人的现代化”已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随着数字技术等科技进步和社会变

革，人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同时也面临着“异化”“主体性丧失”等

问题。《形态》中关于“现实的个人”的论述，为我们反思和超越“物化的现代化”，追求以人为主体

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首先，以“现实的个人”为核心，把握人的现代化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强调，“人的

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启示我们，人的

现代化并非“抽象的现代化”，而是嵌入于具体、历史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现实过程，在数字时代，这

一关系网络愈发由平台、算法与数据流所中介。因此，推动人的现代化，必须关注个体在新型数字社会关

系中的具体境遇与发展需求，既要提升其科学文化素质与适应技术变革的能力，更须警惕其在算法编织

的“过滤气泡”中认知窄化、在社交媒体的“表演性劳动”中自我异化，从而避免成为“单向度的人”。 
其次，以“环境改变人，人创造环境”为原则，构建人的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形态》指出，“人创

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的发展与环境的变革是辩证统一的。这一原理在技术深度介入社会

的今天尤为凸显。一方面，必须通过完善公平的教育制度、适应新技术形态的就业保障制度、包容性的

社会保障体系等制度环境，为每个人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破除阻碍人全面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另一

方面，必须充分激发人的主体性与实践性，鼓励人们通过劳动、创新与负责任的数字公民实践，主动参

与对技术社会环境的塑造与优化。唯有将“环境的制度性优化”与“人的主体性发挥”有机结合，才能

真正推动人的现代化。 
最后，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引领人的现代化的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指出，共产

主义社会的目标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

分工的合理调整为前提。在当代，推动人的现代化，必须始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在经济层面，

要通过发展生产力、优化社会分工，减少“异化劳动”对人的限制；在文化层面，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养人的创新精神、批判精神；在社会层面，要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保障人的各项权利，

使每个人都能在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形态》的思想指引我们，人的现代化终点，始终应是具体的、现

实的个人在其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的、创造性的发展。 
2) 为理解全球交往新图景提供理论支撑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气候变化、

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日益凸显，人类社会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形态》中的“交往理

论”“社会形态理论”“共同体理论”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启示。 
从“交往理论”与“世界历史”的视角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指出，“交往是人类实践的重

要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 p. 538)，
这从历史哲学层面揭示了全球互联互通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数字技术正是这一趋势在当代最强劲的

引擎。各国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文化与科技联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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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网络安全，数字技术变革等全球性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必须坚

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摒弃零和博弈的旧思维。例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各国必须加强合作，

共同推动绿色发展；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必须打破信息壁垒，共享疫苗、技术资源，才能构建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 
从“社会形态理论”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阐述了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指出人类社

会将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论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统

一的整体，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历史的大背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顺应社会

形态发展的规律，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创造良好的

条件。当前，一些国家推行单边主义政策，试图通过“退群”“筑墙”等方式孤立自己，违背了社会形

态发展的规律，最终必将损害自身和全球的利益。 
“世界交往”的扩大并不自动导向和平、发展与正义。数字时代在促进连接的同时，也伴随着数据

垄断、算法偏见、数字鸿沟与治理碎片化等新挑战，这些都可能侵蚀互信，加剧不平等，形成新的壁垒。

这要求国际社会对全球交往进行自觉的、民主的治理与塑造。关键在于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开放、包容、

安全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保障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与发展空间。 
3) 以“交往与分工”理论剖视数字时代的社会形塑 
数字技术的崛起不仅是一场生产力革命，更是一次社会交往形式与劳动分工模式的深刻重构。平台、

算法与数据流构成了组织当代社会经济生活的新型基础设施。重返《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会发现马

克思对“交往形式”与“分工”的经典分析，为穿透“数字中性”的技术迷思，揭示其背后的社会权力

关系与人的生存状态变迁，提供了无比锐利的理论解剖刀。 
数字平台作为新型“交往形式”是生产关系的数据化重塑。高慧敏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社

交媒体的‘嵌入’，个人兴趣与需求已不完全是交往的动力，出现新的潜在因素：其一，算法推荐技术作

用下的人机交互为整个交往实践助力，人机交互为机器深度学习个人兴趣并精准化推荐内容提供保障，

因此，人–机交互与人–人交互共存也将重构交往关系框架；其二，AI 音箱、AI 机器人等技术具身成为

新型社交主体，而 AI 本身具有类人特征，因此本质上人机交互仍从属于人–人交往形态”。[11]马克思

将“交往形式”视为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社会关系。数字平台(如电商、社交、

零工平台)正是这样一种主导性的新型交往形式。它通过架构规则与算法，重新组织了生产、交换与协作。

在这种形式下，传统明晰的雇佣关系被模糊化，代之以“平台–个人”的数据化连接。劳动者(如骑手、

网约车司机、内容创作者)的劳动过程本身——其移动轨迹、服务时长、互动反馈——被实时转化为数据，

成为平台优化调度、实施控制并提取价值的基础。这标志着生产关系的一种“数据化转型”，其核心矛

盾体现为：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资料，其生产具有社会性(源于亿万用户的集体活动)，但其占有与控制却高

度私人化(集中于平台资本)。这正是《形态》所揭示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在数字时代的鲜明体现。 
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分析了社会分工与生产力发展、阶级分化的关

系，指出“分工的发展程度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但同时分工也会导致“人的异化”(如片面

的劳动)。在数字经济时代，社会分工呈现出“数字化、精细化、灵活化”的新特征。一方面，数字分工

提高了生产效率，平台企业利用“任务分解”“远程协作”将复杂的工作任务分解成多个简单的子任务，

分配给不同的劳动者，通过远程协作的方式完成工作，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数字分工也带

来了新的问题，如“零工经济”中劳动者的“碎片化”就业、数字技能的“垄断”导致的数字鸿沟等问

题。胡莹指出，“数字技术通过降低直接劳动过程的专业化程度来提高劳动力之间的可替代性，从而削

弱了这些低技能劳动者在反抗中的话语权”。[12]这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形态》对旧式分工

造成人片面、畸形发展的批判，以及现代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警示我们必须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规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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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技术发展的根本原则。我们必须思考，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使数字技术成为解放人、发展人的工具，

而非强化剥削与控制的枷锁。 
从“社会交往”理论看，数字经济时代交往异化的展现出新形态。在平台架构中，人最丰富的社交

行为(沟通、情感表达、兴趣分享)被系统地捕获、量化，转变为可分析、可预测、可交易的数据流。这导

致了“交往活动本身的异化”。交往不再是目的(丰富人的社会性)，而沦为生产“用户数据”和“注意力”

这一特殊商品的手段。用户的闲暇、情感与社会联系成为被资本无偿征用的“原材料”。学者将这种剥

削称为“数据剥削”，它构成了一种超越传统剩余价值榨取的积累新范式。其社会后果是“连接的悖论”：

技术使人空前互联，但个体却可能体验到更深的关系浅薄化、情感商品化与自我的表演性焦虑。 
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始终内蕴着解放的指向。数字技术在强化资本控制的同时，也蕴含着突破旧有

交往与分工桎梏的潜能。其去中心化、可复制、低成本协同的特性，为基于共享、互助与合作的新生产

模式(如开源软件、知识共享)提供了技术基础，展示了“自由人联合体”劳动形态的雏形。关键在于，通

过自觉的社会实践与制度创新，将技术潜能导向人的解放。这要求我们：在治理层面，推动算法问责、

数据治理与数字公共领域建设；在经济制度层面，探索数据权益、平台民主治理与适应数字劳动的保障

体系；在价值层面，必须始终坚持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规制技术发展的根本坐标，使数字技术

从“资本增值的加速器”转变为“人的创造力与社会性丰富发展的赋能者”。 
《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著作，其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完成了哲学革命、指导了工人运动、

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更在于其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具有永恒的时代价值。在当代，面对“人

的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数字经济发展”等重大议题，我们仍需从这部著作中汲取理论智

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

发展，为实现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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